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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选取镉（Ｃｄ）、铬（Ｃｒ）、铅（Ｐｂ）、砷（Ａｓ）、汞（Ｈｇ）５种重金属分析我国１６个地区农田土壤重金属现状，以国
家土壤背景值及ＧＢ１５６１８—２０１８《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为参比，运用单因子污染指
数和内梅罗污染指数作为农田土壤质量评价指标。结果表明：北方研究区５种重金属含量的变异系数从大到小依次
为Ｈｇ＞Ｃｄ＞Ｐｂ＞Ａｓ＞Ｃｒ，其中 Ｈｇ的变异系数最高；南方研究区５种重金属含量的变异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 Ｃｄ＞
Ａｓ＞Ｐｂ＞Ｈｇ＞Ｃｒ，其中Ｃｄ的变异系数最高。内梅罗指数法评价结果表明，研究区的土壤重金属污染由大到小依次为
Ｃｄ＞Ａｓ＞Ｃｒ＞Ｈｇ＞Ｐｂ，且南方污染比北方严重。目前的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多是针对单一重金属或者少数几种一起
修复，多种重金属联合修复技术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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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频发的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事件，不
仅影响农产品的质量，更损害民众身体健康，影响

社会稳定［１］。作为人类生存的基础之一，土壤是组

成生态环境的重要部分。人为和自然因素向环境

中排放的重金属共同影响了土壤生态系统。有数

据显示，我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占全国总耕

地面积的１／６［２］。

工业活动中矿产资源开发、化学药品的研发及

生产、金属冶炼与加工等过程中产生含重金属的

“三废”以堆砌、沉降等形式进入土壤，造成土壤重

金属污染，进而通过食物链威胁人体健康。“血铅

事件”和“镉米风波”警示了全世界［３］，也为我国重

金属污染防治敲响警钟，使食品安全和人体健康风

险问题被人们广泛关注。减轻污染、降低危害和污

染修复也成为生态环境界经久不衰的话题。《重金

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将镉（Ｃｄ）、铬
（Ｃｒ）、铅（Ｐｂ）、砷（Ａｓ）、汞（Ｈｇ）等生物毒性强且污
染严重的重金属元素列为第一类重点防控对象［４］。

２０１３年全国两会提案聚焦农业，指出我国重金属污
染耕地面积超过１６％。“十三五”规划纲要将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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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写入，并且使土壤修复治理等新型技术装备研

发和产业化发展加速。２０１９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污染土壤损害国家利

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可见我国对土壤环境的重视，同时也表明

农田土壤环境是不容忽视的。

我国对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研究大多是针

对一些城市、矿区及工业区进行重金属含量分布特

征、风险评价及提出相关修复技术等，但针对全国

农田重金属污染特征及修复技术方面的研究却很

少。为此，本研究以期整体把握我国农田重金属的

污染状况，为我国农田重金属污染治理和农田生态

系统的健康发展规划提供参考依据。

１　研究背景

１．１　农田重金属的来源
１．１．１　开矿及尾矿处理　采矿业的发展致使重金
属的流动性增强，随着开采过程产生的“三废”以及

自然因素促使其进入土壤。例如，在 Ｈｇ超标最严
重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县元宝山矿区下

游泗潍河沿岸的水田和旱田的土壤中其含量超过

ＧＢ１５６１８—２００８《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二级标准，
而其他位点的土壤中５种重金属含量均低于二级标
准［５］。又如，渭北旱原工矿区农田土壤重金属呈现

不同程度的富集［６］。

１．１．２　污水灌溉　城市污水中含有破坏水质环境
与污染土壤的重金属，由于被土壤固定，使土壤中

重金属的含量超过环境背景值。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至今，我国污灌面积迅速扩大，其中扩大速度最快

的是北方污灌区，而南方地区污灌面积仅占６％；污
灌导致农田重金属 Ｃｄ、Ｃｒ、Ｐｂ、Ａｓ、Ｈｇ等含量增
加［７］。在我国北方，水污染日益严重，天然缺水、农

业用水不规范导致污灌现象频发。而城市生活用

水处理率低、管理不规范、环保意识欠缺，致使重金

属污染的水被应用于农业。

１．１．３　大气沉降　大气中的重金属大多来自人为
活动，只有一部分来自地球化学作用。工业与交通

运输业的发展，产生了含有重金属的气体和粉尘，

最终沉降并累积在土壤表层。其累积程度与所在

地区的工业、交通、人口密度及气象条件有紧密的

联系，距污染源越近，重金属含量就越高，且大气流

动使重金属的污染范围更广。

１．１．４　化肥及农药的使用　农药、化肥与现代农业

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们是农作物增收的保证，

这是因为化肥使农作物的生长发育期缩短，而农药

则可以防治病虫害。对化肥不合理的使用会污染

土壤，虽然化肥与农药本身所含的重金属含量极

低，但通过累积会使重金属污染物在农田土壤中传

递、转化并富集。磷肥中含有痕量的镉，长期使用

会造成镉的富集，造成农田土壤镉污染。在农药的

使用过程中，只有部分被有效利用，而其他均进入

土壤或释放至大气中，而农药的长期使用也是农田

重金属累积的原因。

１．２　土壤重金属的迁移转化
土壤－植物系统是物质能量循环的枢纽，与人

类联系紧密。土壤重金属与土壤组分及外源物质

相互作用，使重金属发生各种迁移与转化，其过程

复杂多样，一般包括离子吸附和交换、溶解 －沉淀、
络合作用、氧化还原作用等。重金属在液相中的含

量始终在动态变化。另外，植物难吸收螯合态的重

金属，而且螯合剂与根系之间的竞争作用对植物有

一定的保护。重金属在土壤中的迁移转化主要通

过土壤胶体的解吸、吸附。受氧化 －还原、溶解、吸
附等反应的相互作用，铬和砷随价态的变化由固相

转为液相，重金属在土壤剖面形成了有一定的形态

且规律的分布［８］。

１．３　土壤重金属的污染特征
重金属在农田土壤中随价态的变化而呈现出

毒性、隐蔽、滞后性、不可逆、难恢复和长期性的特

点。例如，在土壤中 Ｃｒ３＋不易通过细胞膜，所以其
生物致毒性远小于Ｃｒ６＋；土壤中各形态汞的毒性大
小依次为甲基汞＞Ｈｇ２＋＞Ｈｇ＋单质汞。一般较低含
量的重金属就会显现极强毒性，但重金属的络合作

用会极大地降低其毒性，其在土壤中存在的形态会

改变生物有效性和迁移性。离子在迁移转化过程

中涉及物理变化（扩散、混合、沉积等）和化学变化

（氧化还原、水解、络合、甲基化［９］等）。重金属累积

不仅破坏生态系统，更会通过食物链危害人体健康。

２　材料与方法

２．１　研究区概况
以秦淮线为分界线，选取我国南北部分地区，

主要有北京、黑龙江、辽宁、新疆、天津、陕西、河南、

湖南、湖北、山东、江苏、海南、广东、广西等省（区、

市）。其中，北方大多属干旱半干旱区，人们往往聚

居在水资源丰富的区域，工厂企业分布相对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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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少、污染严重、污水灌溉区

面积大且灌溉历史较久。而我国南方降水量大，水

资源相对丰富，人们聚居相对密集，气候湿热，工农

业相对更发达。

２．２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中国知网、新疆大学数据

库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间的关于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
１２篇文献及２０１７年试验数据［１０－２０］，以各区域农田

重金属含量的均值为基准值，包括黑龙江、辽宁、新

疆、北京、天津、陕西、江苏、海南、广东、广西、河南、

湖北、湖南、山东等省（区、市）农田土壤中具有代表

性的Ｃｄ、Ｃｒ、Ｐｂ、Ａｓ、Ｈｇ的相关数据。
２．３　评价方法及数据处理

通过选取《中国土壤元素背景值》［２１］及 ＧＢ
１５６１８—２０１８《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标准（试行）》［２２］作为参比（表１），采用单因
子和多因子综合２种评价方法对土壤重金属现状进
行评估。

表１　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中５种重金属含量限值

项目
重金属含量限值（ｍｇ／ｋｇ）

ｐＨ值≤５．５ ５．５≤ｐＨ值≤６．５ ６．５≤ｐＨ值≤７．５ ｐＨ值＞７．５

Ｃｄ ０．３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６０

Ｃｒ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Ｐｂ ７０．０ ９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７０．００

Ａｓ ４０．０ ４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５．００

Ｈｇ ０．５ ０．５０ ０．５０ １．００

　　（１）单因子指数。以土壤单项污染物污染程度
（由实测值与评价标准相比的值）来表示，即：

Ｐｉ＝Ｃｉ／Ｓｉ。 （１）
式中：Ｐｉ、Ｃｉ、Ｓｉ分别表示污染物的污染分指数、实测
浓度、评价标准（国家二级标准）。

（２）多因子综合指数。因重金属污染土壤中的
重金属种类多样性，所以选择综合指数法进行污染

综合评价。根据本研究的实际情况，采用内梅罗指数

法计算综合指数，具体分级见表２。计算公式如下：

ＰＮ＝ （Ｐｍａｘ＋Ｐａｖｅ）槡 ／２。 （２）
式中：ＰＮ、Ｐｍａｘ、Ｐａｖｅ分别表示污染综合指数、污染物
中最大的污染分指数、各污染分指数的算术平均值。

表２　土壤综合污染指数分级

污染指数 分级 污染等级 污染水平

ＰＮ≤０．７ １ 安全　 清洁

０．７＜ＰＮ≤１ ２ 警戒级 尚清洁

１＜ＰＮ≤２ ３ 轻污染 土壤已受到污染

２＜ＰＮ≤３ ４ 中污染 土壤已受到中度污染

ＰＮ＞３ ５ 重污染 土壤已受到严重污染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区域农田重金属含量特征分析
如表３所示，以全国土壤背景值为基准，本研究

所选我国北方地区中 Ｃｄ含量超标的有６个，Ｃｒ含
量超标的有８个，Ｐｂ含量超标的有２个，Ａｓ含量超
标的有４个，Ｈｇ含量超标的有６个。说明重金属在

该地区域有一定的累积。根据区域土壤 ｐＨ值范
围，选取合适的国家标准，以此为参比，只有沈阳Ｃｄ
含量明显超标，达到 ０．８８０ｍｇ／ｋｇ，其 Ｈｇ含量略超
标，为０．５２０ｍｇ／ｋｇ。
　　土壤重金属的变异系数反映人类活动的影响。
北方地区的数据中，Ｃｄ和 Ｈｇ含量的变异系数均大
于６５％，说明二者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而Ｃｒ、Ｐｂ、
Ａｓ含量的变异系数低于３９％，可见它们在不同地区
受人类活动影响相对较小。

以全国土壤背景值为参比，所选我国南方地区

中Ｃｄ含量超标的有７个，Ｃｒ含量超标的有４个，Ｐｂ
含量超标的有４个，Ａｓ含量超标的有３个，Ｈｇ含量
超标的有６个，说明该地区的重金属有一定的累积。
以ＧＢ１５１８—２０１８《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试行）》为参比，江苏典型区、南宁、

株洲的Ｃｄ含量明显超标，株洲的 Ｐｂ含量明显超
标，广州的Ａｓ含量超标。南方部分地区的农田土壤
重金属含量变异系数从小到大依次为 Ｃｒ、Ｈｇ、Ｐｂ、
Ａｓ、Ｃｄ，除Ｃｒ之外，Ｐｂ、Ａｓ、Ｃｄ、Ｈｇ含量的变异系数
均大于６５％。说明在南方的研究区内，Ｐｂ、Ａｓ、Ｃｄ、
Ｈｇ在不同地区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

综上所述，在北方和南方，Ｃｄ和Ｈｇ含量的变异
系数均较大；此外，南方Ｐｂ和Ａｓ含量的变异系数也
较大。说明在我国北方与南方的地区均受人类活

动影响较大，但从整体来看南方的土壤重金属变异

性比北方大，这可能与南方的气候和地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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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区域农田重金属含量特征

地区 项目
含量（ｍｇ／ｋｇ）

Ｃｄ Ｃｒ Ｐｂ Ａｓ Ｈｇ
北方 乌鲁木齐 ０．４９４ ８６．９１６ １３．０２２ ８．７８６ ０．０９６

北京［１１］ ０．０７４ ６８．１００ ２５．４００ ９．７００ ０．０６９
新泰［１７］ ０．１６２ ６３．９７１ １７．４７３ ８．０２３ ０．０５０
三江平原［１３］ ０．１８０ ６９．８３０ １８．２６０ １６．８７０ ０．０７２
陕北煤矿区［１５］ ０．４９８ ７３．６００ ３２．７７０ １３．６７０ ０．１３６
黄淮平原［２０］ ０．１７０ ７９．０００ ２５．３００ １１．８００ ０．０４０
天津［１１］ ０．０９０ ８４．２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９．６００ ０．０８４
沈阳［１１］ ０．８８０ ９６．２００ ３４．６４０ １１．９６０ ０．５２０
平均值 ０．３１９ ７７．７２７ ２３．４８３ １１．３０１ ０．１３３
标准差 ０．２８２ １０．８９２ ７．５２８ ２．９２４ ０．１５９
变异系数（％） ８８．４８９ １４．０１３ ３２．０５７ ２５．８７４ １１９．１９０

南方 广州［１１］ ０．１９０ ３８．４３０ ３４．６４０ ８３．５００ ０．０７０
宁波［１０］ ０．２６０ ４２．１１０ ２４．５３０ ２．８８０ ０．１５０
海南岛［１２］ ０．０９０ ５３．９６０ ２１．０６０ ２．８００ ０．０５６
江苏典型区［１４］ １．５２０ ７２．９９０ ４０．５８０ １６．１３０ ０．０３０
黄浦江中下游［１６］ ０．１６３ ８６．３００ ２４．９００ ７．５４０ ０．１４４
南宁［１１］ １．４４０ １４９．５７０ ３７．３８０ １６．３５０ ０．１９４
株洲［１８］ ５．６１０ ８６．１８０ ２３３．５６０ ４．５４０ ０．３８０
襄阳［１９］ ０．１５５ ６０．１００ ２３．８００ ９．９６０ ０．０９３
平均值 １．１７９ ７３．７０５ ５５．０５６ １７．９６３ ０．１４０
标准差 １．７６５ ３３．３３１ ６７．８０１ ２５．２７７ ０．１０４
变异系数（％） １４９．７００ ４５．２００ １２２．１００ １４０．７００ ７４．３００

全国土壤背景值 ０．０９７ ６１．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 １１．２００ ０．０６５

３．２　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
由表４可以看出，以我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为

评价标准，在所研究的北方部分地区，单因子污染

指数大于１的有沈阳农田土壤中的Ｃｄ、Ｈｇ，且Ｃｄ元
素污染指数大于１的地区仅为沈阳；北方研究区Ｃｄ
元素的平均单项污染指数为０．８４０，达到警戒线，但
土壤还未受污染。其余重金属的平均单项污染指

数均小于０．５，未达到污染程度。从北方研究区内
梅罗综合污染指数来看，沈阳 ＞乌鲁木齐 ＞陕北煤
矿区＞黄淮平原 ＞三江平原 ＞新泰 ＞天 津＞北
京，且沈阳的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为 ２．１９０，说明土
壤已处于中度污染水平。

　　在南方部分地区，Ｃｄ的单项污染指数的均值是
３．９２９，属重度污染，而其他地区均小于０．５００，还未
达到污染程度。南方研究区内的重金属污染指数

平均值均大于北方。而南方研究区的重金属综合

污染指数从大到小依次排列是株洲、江苏典型区、

南宁、广州、宁 波、黄浦江中下游、襄阳、海南岛。

江苏典型区、南宁、株洲的综合污染指数分别为

３６８７、３．５２０、１３．５４７，土壤已受到重度污染。
从整个研究区看，各个地区按照污染程度大小

依次排列：株洲、江苏典型区、南宁、沈阳、广州、乌

鲁木齐、宁波、陕北煤矿区、黄淮平原、三江平原、黄

浦江中下游重金属、襄阳、新泰、天津、北京、海南

岛。南方地区农田综合污染指数大于北方，北方的

农田重金属综合污染指数为 ０．７２５，而南方的是
３．０１５，这说明南方地区农田污染程度比北方大
得多。

４　讨论

综上所述，我国北方部分地区农田中 Ｃｄ、Ｐｂ、
Ａｓ、Ｈｇ含量的均值均小于南方，只有Ｃｒ含量均值是
北方大于南方。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及城市重金属

Ｃｄ、Ｃｒ、Ｐｂ、Ａｓ含量的变异系数大于北方，南方仅 Ｈｇ
含量的变异系数小于北方，说明 Ｃｄ、Ｃｒ、Ｐｂ、Ａｓ４种
重金属在我国南方随地区的变化比在北方大，而Ｈｇ
在我国因地域差异引发的差异并不大。北方研究

区的综合污染指数从大到小依次为沈阳、乌鲁木

齐、陕北煤矿区、黄淮平原、三江平原、新泰、天津、

北京，而南方研究区从大到小依次排列是株洲、江苏

典型区、南宁、广州、宁波、黄浦江中下游、襄阳、海南

岛。南方研究区的综合污染指数的均值远大于北方，

说明南方的污染比北方严重。以我国土壤背景值和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为参比，可知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及

城市农田重金属含量大部分超过我国土壤背景值。

而南方水稻田重金属Ｃｄ污染情况突出，其污染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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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农田重金属污染指数

地区 项目
单项污染指数

Ｃｄ Ｃｒ Ｐｂ Ａｓ Ｈｇ
综合污染指数

北方 乌鲁木齐 ０．８２３ ０．３４８ ０．０３７ ０．３５１ ０．０９６ ０．７６０
北京 ０．１２３ ０．２７２ ０．０７３ ０．３８８ ０．０６９ ０．３０４
新泰 ０．５４０ ０．３２０ ０．０５８ ０．２６７ ０．１００ ０．４２３
三江平原 ０．６００ ０．３４９ ０．０６１ ０．５６２ ０．１４４ ０．４８９
陕北煤矿区 ０．８３０ ０．２９４ ０．０９４ ０．５４７ ０．１３６ ０．６４６
黄淮平原 ０．５６７ ０．３９５ ０．０８４ ０．３９３ ０．０８０ ０．６４３
天津 ０．３００ ０．４２１ ０．０７０ ０．３２０ ０．１６８ ０．３４８
沈阳 ２．９３３ ０．４８１ ０．１１５ ０．３９９ １．０４０ ２．１９０
平均值 ０．８４０ ０．３６０ ０．０７４ ０．４０３ ０．２２９ ０．７２５

南方 广州 ０．６３３ ０．２５６ ０．１３９ ２．０８８ ０．２３３ １．５５１
宁波 ０．８６７ ０．２１１ ０．０８２ ０．０９６ ０．３００ ０．６５１
海南岛 ０．３００ ０．３６０ ０．０８６ ０．０７０ ０．１８７ ０．２９１
江苏典型区 ５．０６７ ０．３６５ ０．１３５ ０．５３８ ０．０６０ ３．６８７
黄浦江中下游 ０．５４３ ０．４３２ ０．０８３ ０．２５１ ０．２８８ ０．４４５
南宁 ４．８００ ０．７４８ ０．１２５ ０．５４５ ０．３８８ ３．５２０
株洲 １８．７００ ０．４３１ ０．７７９ ０．１５１ ０．７６０ １３．５４７
襄阳 ０．５１７ ０．４０１ ０．０９５ ０．２４９ ０．３１０ ０．４２８
平均值 ３．９２９ ０．４０１ ０．１９１ ０．４９９ ０．３１６ ３．０１５

占总耕地面积的４０％［２３］，而在污染严重的株洲、江苏

典型区、南宁、沈阳，大都工业体系完善、污染物排放

量多。农业环境监测站调查结果显示，污水灌溉区污

染面积达３８１．２万ｈｍ２［２４－２５］。
根据区域重金属污染差异选取不同的修复方

法。而现行的修复重金属污染的方法有生物修复、

物理和物理化学修复、化学修复等，农业上常用污

染修复治理的方法有很多，如工程修复法、排土客

地法、清洗法、电泳法和生物修复法等，但最常用、

应用最广的还是化学法和生态修复法［２６］。湖南省

采取冬种轮作模式，进行试点研究发现，该模式能

够降低Ａｓ、Ｃｄ等含量，能够减少重金属污染，其中
冬种紫云英—双季稻模式，能够有效降低 Ｈｇ与 Ａｓ
等的含量，同时能够提升水稻产量与质量［２７］；向土

壤中添加螯合剂或其他调节剂来增加土壤中的有

效态重金属含量，可增强植物对重金属的吸收和积

累［２８］。最常用的乙二胺四乙酸（ＥＤＴＡ）能够显著提
高植物体对 Ｐｂ、Ｃｄ的吸收富集浓度。Ｃａｏ等将
２９２ｍｇＥＤＴＡ添加到 Ｐｂ含量为２００ｍｇ／ｋｇ的土壤
中后，所种植的豌豆对 Ｐｂ的积累量比对照增加
６７％［２９］。因此对修复技术的进一步研究，找出更加

经济、有效的修复方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５　结论

通过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初步掌握研究区土

壤重金属的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北方研究区 Ｈｇ的
变异系数最高，５种重金属的变异系数排序依次为
Ｈｇ＞Ｃｄ＞Ｐｂ＞Ａｓ＞Ｃｒ。南方研究区这５种重金属
中Ｃｄ的变异系数最高，排序依次为 Ｃｄ＞Ａｓ＞Ｐｂ＞
Ｈｇ＞Ｃｒ。说明研究区农田土壤中这５种重金属在
南方和北方研究区受地区影响的程度不同，但都有

了很大程度的富集。以全国土壤背景值为参比，本

研究所选我国北方地区各种重金属都有超标的情

况，这说明该地区的重金属有一定的累积。以国家

土壤质量风险管控筛选值为参比，仅沈阳 Ｃｄ含量
明显超标、Ｈｇ含量略超标。本研究所选我国南方地
区各种重金属含量也均有超标的情况，这说明研究

区的重金属有一定的累积。

研究数据表明，以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为参

比，北方研究区 Ｃｄ的平均单项污染指数为
０．８３９５，达到警戒的污染程度。北方研究区重金属
单项污染指数从大到小依次为 Ｃｄ＞Ａｓ＞Ｃｒ＞Ｈｇ＞
Ｐｂ。南方研究区 Ｃｄ的单项污染指数平均值是
３９２９，属于重度污染，在南方研究区，重金属单项污
染指数从大到小依次为 Ｃｄ＞Ａｓ＞Ｃｒ＞Ｈｇ＞Ｐｂ。北
方的农田重金属综合污染指数为０．７２５，而南方的
是３．０１５，可见南方研究区的综合污染指数均值远
大于北方的，说明南方研究区污染比北方研究区严

重得多。

通过阅读文献可知，现有的重金属污染的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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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有生物修复、物理和物理化学修复、化学修复

等，但尚缺乏联合修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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